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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传统农村父母生育选择的经济学分析 
戴大荣 
摘要:    本文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剖析一个被社会学广泛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即中国
农村父母的生育选择问题。笔者认为，首先，中国农村社会十分稳定，很多物质文化现象在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动；其次，在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
农村社会，演进出了极度理性的经济人，此亦为本文理论模型建构的事实前定和逻辑起点，
主要从两个角度，用两个经济学数理模型剖析了父母的生育决策并揭示了大量的决策细节。 
关键词:    生育选择      “数量消费”      “质量消费” 
 
 
Economic Analyses on the Gender Sele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arents 
in China   
Dai Darong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is  encouraged  to  apply  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to  investigate  the 
issue of gender sele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parents  in China, which has been widely no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It  is firstly argued that traditional society of China  is a good object 
for economic analyses owing to its long‐run stability. Secondly, it is obviously seen that traditional 
parents are highly rational  in gender selection owing to the corresponding 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s around them. Hence, economics will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analyses of gender 
selection. We have established two simple mathematical models corresponding to two different 
cases to derive some propositions about the gender selection of the rational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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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传统农村父母生育选择的经济学分析 
戴大荣1 
摘要:    本文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剖析一个被社会学广泛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即
中国农村父母的生育选择问题。笔者认为，首先，中国农村社会十分稳定，很多物质文化现
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动；其次，在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
传统农村社会，演进出了极度理性的经济人，此亦为本文理论模型建构的事实前定和逻辑起
点，主要从两个角度，用两个经济学数理模型剖析了父母的生育决策并揭示了大量的决策细
节。 
关键词:    生育选择      “数量消费”      “质量消费” 
 
 
一、引言 
“重男轻女”思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不是“远去了的鼓角争鸣”，而是根深
蒂固的一脉相承，正如斯图尔特所说：“祖先崇拜是中国人民的真正宗教。”2  在国内这更多
地焦点为一个社会学、伦理学或历史学问题，经济学视阈则多局限在人口学领域。但这无论
如何都是一个经济现象和经济学对象，虽然有的学者表示这没有意义，但笔者坚信采用主流
的经济学分析工具来解剖一定别有洞天，其实这在西方学界早已不是新闻，西方有不少著名
经济学家3对家庭生育选择等诸多微观领域的社会学、人类学问题进行了经济学范式的观照，
纯理论研究和实证性研究均硕果累累，而开此先河并引致了重大学术影响的首推 92 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斯坦利•贝克尔，他“在家庭范畴全面应用了传统上只用于研究企业及
消费者的分析框架”4，即“把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延伸到人类行为及其相互关系”，“不
仅对经济学，而且也给其他社会科学带来了较大影响”，“从而完成了一项革命性的突破”5，
给经济学披上了一件有着鲜明“帝国主义色彩”6  的神秘外衣！蒙前贤启迪，本文力图用主
流微观经济学分析理路来剖析我国传统农村社会父母生育选择问题，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
                                                              
1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E‐mail:daidarong998@163.com）。 
2斯图尔特：《中国的文化与宗教》，1991年，第 77页。转引自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一爷之孙》，文
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 122页。 
3如刘易斯、墨菲、罗默等，参见贝克尔的《家庭论》（2005年中译本）和齐梅曼的《适度人口经济理论》
（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4吕克·米格：《经济方法和非商品经济》，转引自《家庭论》2005年中译本第 2页。 
5马克·布劳格：《现代百名经济学家》，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 60 页。 
6参见加里•斯坦利•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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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了为何在中国传统农村父母在孩子的数量和质量选择中更加偏好于前者或者事实表征
为前者，第二部分则是在重男轻女思想之先验前提下对父母理性生育选择的经济学解读。 
本文分析对象的时空坐标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无疑这是一个十分模糊和宽泛的时
空划定，避开不必要的历史概念纠葛，本文的分析背景划定为新中国将计划生育决策作为一
项基本国策之前的时空范围。其实，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尤其是那段漫长的封建帝
制年代，中国传统农村及其农民都是极度稳定7的社会实存，因为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儒
家文化的主流地位基本没有动摇过，关于家庭的一系列惯例制度和伦理价值取向也是代代相
传，十分稳定。也正因为这是一种稳定的历史现象和文化心理现象，本文的模型构建及分析
阐述才是有意义的。其次，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父母对孩子的“数量消费”和“质量消费”
概念都借用自贝克尔的界定模式，既然是消费则必然存在支出，存在成本，所谓“数量消费”
是指父母在预算硬约束之下生育多少个小孩的理性选择问题；而“质量消费”则主要指父母
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投资等选择问题。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其中建立了标准的微观经济学模型，并
详细分析了父母的生育决策；最后部分是简短的结论并讨论了本文分析的一些客观的不足。 
 
二、数理模型 
情况 1、先不区分男孩和女孩，混在一起讨论，则有如下经济学分析： 
孩子出生前的支出与孩子的质量没有关系，只与孩子的数量有关系，比如母亲每次分娩
的痛苦就与孩子的质量没有关系，假定母亲每次分娩的痛苦程度或者称为“精神支出”相同，
                                                              
7反过来，社会演进本身的稳定性又强化了传统生育文化的存在感，人们的整个精神状态也已经在这环境氛
围和文化空气的长期熏陶和浸润之下，从一种自在的必然状态转化成了一个自为的自由状态，家家如此、
代代相传，而“这种被神圣化了的传统之所以不会被轻易抛弃，是因为乡土中国是一个变化极其缓慢的社
会”（参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第 57
页。），祖祖辈辈都“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所以“变化的缓慢赋予了传统以有效性，乡民们完全可以
凭借礼俗这种神圣化了的传统应付他们遇见的和他们的祖辈曾经遇见的没什么两样的生活问题”（参见周晓
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第 57页。）。青木昌
彦说：“制度是一种社会建构，在同一域还可能存在其他社会建构的情况下，它代表了参与人内生的、自我
实施的行动决策规则的基本特征，因而治理着参与人在重复性博弈的策略互动。”（参见青木昌彦：《比较制
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 187 页。）  农民与传统观念之间本身也有一个互动的过程，传统
观念先是一种外生的约束性制度，后来慢慢就被接纳并且内化为一种 “习惯”，包括思维习惯与行为习惯，
于是传统观念之地位得到加强即“特定的决策或选择系统一旦确立，它就倾向于自我维系”（参见青木昌彦：
《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年，第 247页。）“传统观念或多或少地被认同为正确的观念。
事实上，传统观念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参见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加尔布雷思文集》，上海财
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 19 页。）  并且因为“传统观念的特点就是它的可接受性”（参见约翰·肯尼斯·加
尔布雷思：《加尔布雷思文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 19页。），所以农民对其已然“刻骨铭
心”，进而建构了他们的性格，如诺思所言：“人们持有的信念决定了他们所做出的选择，然后，这些选择
建构了人类行为的变化。”（参见道格拉斯·诺思：《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第 22页。）  那么当“传统观念”没有变化时，其生育选择也不会变化，最后农民的生育行为也就十分稳定，
甚至可以说极具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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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样的精神支出就只与孩子的数量有关即孩子的“数量消费”越多则“精神支出”就越
多；孩子“数量消费”越少则相应的“精神支出”也就越少。计此成本支出为݌௡݊。 
在孩子出生以后，把孩子养大，假定对每个孩子的“质量消费”水平都一样即孩子是同
质的，计为ݍ，并且此处将质量数量化，比如ݍ ൌ 5就相当于消费 5个“单位质量”后获得的
质量消费量，那么ݍ越大即孩子的质量消费水平越高，也即消费的孩子“单位质量”数目越
多。若计每个“单位质量”不变价格为݌௤，则在每个孩子身上的质量消费支出为݌௤ݍ，所以
质量消费总支出为：݌௤ݍ݊。此时理性父母所面对的最优化问题为： 
maxܷሺ݊, ݍ, ݔଵ, … , ݔ௠ሻ 
ݏ. ݐ. 
݌௡݊ ൅ ݌௤ݍ݊ ൅ ∑ ݌௜ݔ௜௠௜ୀଵ ൌ ܫ. 
∑ ݌௜ݔ௜௠௜ୀଵ ∶ൌ ݌௬ݕ.8 
于是可得如下的拉格朗日函数： 
ࣦ ≡ ࣦሺ݊, ݍ, ݕ, ߣሻ∶ൌ ܷሺ݊, ݍ, ݕሻ ൅ ߣ൫ܫ െ ݌௡݊ െ ݌௤ݍ݊ െ ݌௬ݕ൯ 
以及相应的一阶条件： 
߲ࣦ
߲݊ ൌ
߲ܷ
߲݊ െ ߣ݌௡ െ ߣ݌௤ݍ ൌ 0 ⇒ ܯܷ௡ ൌ ߣ൫݌௡ ൅ ݌௤ݍ൯ ∶ൌ ߣߨ௡ 
߲ࣦ
߲ݍ ൌ
߲ܷ
߲ݍ െ ߣ݌௤݊ ൌ 0 ⇒ ܯܷ௤ ൌ ߣ݌௤݊ ∶ൌ ߣߨ௤ 
߲ࣦ
߲ݕ ൌ
߲ܷ
߲ݕ െ ߣ݌௬ ൌ 0 ⇒ ܯܷ௬ ൌ ߣ݌௬ ∶ൌ ߣߨ௬ 
߲ࣦ
߲ߣ ൌ ܫ െ ݌௡݊ െ ݌௤ݍ݊ െ ݌௬ݕ ൌ 0 ⇒ ܫ ൌ ݌௡݊ ൅ ݌௤ݍ݊ ൅ ݌௬ݕ 
于是有边际替代率为： 
ܯܴܵ ∶ൌܯܷ௡ܯܷ௤ ൌ
݌௡ ൅ ݌௤ݍ
݌௤݊  
进一步，由于， 
߲ܯܴܵ
߲݊ ൌ
1
݊
݀ݍ
݀݊ െ
1
݊ଶ
݌௡ ൅ ݌௤ݍ
݌௤ ൌ
1
݊ ൬
݀ݍ
݀݊ െܯܴܵ൰ ൌ െ
2
݊ܯܴܵ ൏ 0 
可得如下引理： 
引理 1：在假定ݕ不变的情况下，效用函数严格拟凹，即拉格朗日一阶条件既是效用最
大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所以效用函数在线性约束下有唯一均衡点。 
注意到其中ߨ௡, ߨ௤分别表示݊, ݍ的影子价格，于是有： 
                                                              
8将其他实物商品简化地看成希克斯复合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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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 2：在此静态最优化问题中，可得控制变量之间的两两边际替代率为：ߪ௡,௤ ∶ൌ ெ௎೙ெ௎೜ ൌ
௣೙ା௣೜௤
௣೜௡ ൌ
గ೙
గ೜，ߪ௡,௬ ∶ൌ
ெ௎೙
ெ௎೤ ൌ
௣೙ା௣೜௤
௣೤ ൌ
గ೙
గ೤，和ߪ௤,௬ ∶ൌ
ெ௎೜
ெ௎೤ ൌ
௣೜௡
௣೤ ൌ
గ೜
గ೤；并由均衡条件可得均衡
需求函数分别为：݊∗ ∶ൌ ݀௡൫݌௡, ݌௤, ݌௬, ܫ൯，ݍ∗ ∶ൌ ݀௤൫݌௡, ݌௤, ݌௬, ܫ൯，和ݕ∗ ∶ൌ ݀௬൫݌௡, ݌௤, ݌௬, ܫ൯。	
现将均衡需求代入一阶条件并分别在等式两边关于݌௡求微： 
ܦଶࣦሺߣ∗, ݊∗, ݍ∗, ݕ∗ሻ ൬߲ߣ
∗
߲݌௡ ,
߲݊∗
߲݌௡ ,
߲ݍ∗
߲݌௡ ,
߲ݕ∗
߲݌௡൰
்
ൌ ሺെ݊∗, െߣ∗, 0,0ሻ் 
于是根据克莱姆法则可得： 
߲݊∗
߲݌௡ ∶ൌ
|ܣ|
|ܪ| 
其中，|ܪ| ൏ 0，证明如下：在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点处使用泰勒展式有： 
ܷሺ݊ ൅ ∆݊, ݍ ൅ ∆ݍ, ݕ ൅ ∆ݕሻ
≅ ܷሺ݊, ݍ, ݕሻ ൅ ሺ∆݊ ଵܷ ൅ ∆ݍܷଶ ൅ ∆ݕܷଷሻ
൅ 12! ሾሺ∆݊ሻ
ଶ ଵܷଵ ൅ ሺ∆ݍሻଶܷଶଶ ൅ ሺ∆ݕሻଶܷଷଷ ൅ 2∆݊∆ݍ ଵܷଶ ൅ 2∆݊∆ݕ ଵܷଷ
൅ 2∆ݍ∆ݕ ଶܷଷሿ 
∴ ܷሺ݊ ൅ ∆݊, ݍ ൅ ∆ݍ, ݕ ൅ ∆ݕሻ ≅ ܷሺ݊, ݍ, ݕሻ ൅ ሺ∆݊, ∆ݍ, ∆ݕሻ ൭
ଵܷଵ ଵܷଶ ଵܷଷܷଶଵ ܷଶଶ ܷଶଷܷଷଵ ܷଷଶ ܷଷଷ
൱൭
∆݊
∆ݍ
∆ݕ
൱ 
于是根据引理 1 可得： 
|ܪ| ∶ൌ อ
ଵܷଵ ଵܷଶ ଵܷଷܷଶଵ ܷଶଶ ܷଶଷܷଷଵ ܷଷଶ ܷଷଷ
อ ൏ 0 
证毕。 
又因为݊, ݍ, ݕ是两两替代关系，即效用函数是一个严格凹曲面或者严格凸向原点的曲面9，
而ܫ ൌ ݌௡݊ ൅ ݌௤ݍ݊ ൅ ݌௬ݕ为与之相切的一个分割超平面。于是， 
ଵܷଵ ൏ 0, ܷଶଶ ൏ 0, ܷଷଷ ൏ 0, ଵܷଶ ൌ ܷଶଵ ൐ 0, ଵܷଷ ൌ ܷଷଵ ൐ 0, ܷଶଷ ൌ ܷଷଶ ൐ 0 
所以可得如下引理： 
引理 3：根据如上假设易得|ܣ| ൐ 0，故డ௡∗డ௣೙ ∶ൌ
|஺|
|ு| ൏ 0，同理可得
డ௤∗
డ௣೜ ൏ 0，
డ௬∗
డ௣೤ ൏ 0，也即
自价格效应均为负，不存在“吉芬商品”，都为正常“消费品”。 
由于显见的理由，݊, ݍ, ݕ三者之间既不可能完全替代也不可能完全互补，所以可以使用
一个具体的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来研究一些细节。其中݌௡, ݌௤, ݌௬, ܫ都是外生给定的常数。
                                                              
9如果效用函数不是一个严格拟凹的曲面，那么唯一确定的均衡点就不存在，现在可能存在的就是一个“均
衡面”或者“均衡曲线”，当然两者都意味有无数多种选择，即没有本论所论证的有理论意义的唯一均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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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如下的拉格朗日函数： 
ࣦ ∶ൌ ݊ఈݍఉݕఊ ൅ ߣ൫ܫ െ ݌௡݊ െ ݌௤ݍ݊ െ ݌௬ݕ൯		ሺߙ ൅ ߚ ൅ ߛ ൌ 1ሻ 
于是相应的一阶条件可写为： 
߲ࣦ
߲݊ ൌ 0 ⇒ ߙ݊
ఈିଵݍఉݕఊ ൌ ߣ൫݌௡ ൅ ݌௤ݍ൯ 
߲ࣦ
߲ݍ ൌ 0 ⇒ ߚ݊
ఈݍఉିଵݕఊ ൌ ߣ݌௤݊ 
߲ࣦ
߲ݕ ൌ 0 ⇒ ߛ݊
ఈݍఉݕఊିଵ ൌ ߣ݌௬ 
߲ࣦ
߲ߣ ൌ 0 ⇒ ܫ ൌ ݌௡݊ ൅ ݌௤ݍ݊ ൅ ݌௬ݕ 
可由该组一阶条件得： 
引理 4：各自的马歇尔需求函数可显示地写为݊∗ ൌ ఈିఉ௣೙ሺఈାఊሻ ܫ，ݍ
∗ ൌ ௣೙ఉ௣೜ሺఈିఉሻ，和
ݕ∗ ൌ ఊ௣೤ሺఈାఊሻ ܫ。所以，当ߙ ൌ ߚ时，݊
∗ ൌ 0, ݍ∗ ൌ ൅∞；当ߙ ൏ ߚ时，݊ ∗ ൏ 0, ݍ∗ ൏ 0；当ߙ ൐ ߚ时，
݊∗ ൐ 0, ݍ∗ ൐ 0。 
很显然前两种情况都没有现实意义，只有第三种情况成立。如无特别说明，下面的分析
基于假设ߙ ൐ ߚ，又因为有弹性系数： 
݁௎,௡ ∶ൌ ߙ, ݁௎,௤ ∶ൌ ߚ 
于是， 
ߙ ൐ ߚ ⇒ ݁௎,௡ ൐ 	 ݁௎,௤ 
命题 1：根据引理 4，在不计孩子个数必须为整数的情况下，以上结果说明消费增加同
样的1%，݊带来的效用增量更大。 
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不论男孩还是女孩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都十分渺茫，因为社会格
局和经济基础决定了送孩子读书往往是达官贵人或者城市居民（如科举制度）才有能力办到
的事，“朝为田舍男，暮登天子堂”毕竟是小概率事件，“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习以为常。所以可以十分确定ݍ值水平很低，即父母在孩子教育投资上的支出几
乎为零；而相反在孩子的数量方面则有格外不同的追求，这不仅与经济有关而且与中国历来
的主流文化有紧密的联系。首先，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休闲娱乐极度匮乏，生活十分艰辛且无
比单调，恰如一西方学者所说10，对夫妻唯一解乏的娱乐活动就是交媾，加之避孕技术落后
和避孕成本高昂，客观导致对孩子的“数量消费”很大，但对性的需求是人之本能和常情11。
                                                              
10薄兹等：《社会与生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97 页。 
11英国著名性心理学家亨利·埃利斯在《性心理学》（潘光旦译）中写到：“性冲动是一些强烈的酵母作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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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与儒家文化长期浸润有很大干系，父母有利己一面但更是利他主义的。仰对父母讲孝
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最权威的佐证，历来讲究多子多福和儿孙满堂，其实是一
种最重要的精神诉求和最基本的伦理导向；俯还要怜惜自己的儿孙，用标准的经济学语言表
述即：ܷሺܷ଴, ଵܷ, … , ܷ௡; ݔሻ表示某一对夫妻的效用函数，ݔ表示衣食住行的消费需求，  ܷ଴表示
自己父母甚至祖辈的效用函数， ௜ܷ则表示自己的每个子女的效用函数，则一般而言有：
డ௎
డ௎బ ൐ 0,
డ௎
డ௎೔ ൐ 0,  ݅ ൌ 1,… , ݊。 
另外，“多子”往往是有能力的象征，事关尊严和地位12。而且，“延续香火”的家族使
命只是冰山一角；更加现实和迫切的是在劳动密集型生产的既定生产力水平之上，“多子”
等价于“先进生产力水平”，这是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自然环境之理性适应和均衡选择。 
再通过各自的马歇尔需求可知： 
߲ݍ∗
߲ܫ ൌ 0 
可得如下比较静态分析结论： 
命题 2：给定上面具体的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形式，可得收入约束对孩子的均衡“质
量消费”数量并没有实质的影响。 
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之中，农民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来自于自己耕作收成13，因此可以
认为收入绝对变化区间很小，由于对孩子的“质量消费”不涉及直接收入的支出，因为教育
孩子的任务在家里由父母言传身教，故“质量消费”支出以机会成本形式体现，比如孩子在
村里打架惹事，父母就要花时间教其做人的道理，这肯定就相对减少了花在生产上面的时间
投入，因此它作为一种机会成本存在而与直接的货币支出或者实物支出没有关系。而收入对
孩子的“数量消费”需求和其他实物商品需求都构成硬约束，因为孩子的数量增加必然就要
有额外的衣服和粮食消费，至于其他商品的需求比如赶集买东西总是要有货币或者实物支出
的，直接而非机会成本的形式。又 
߲ݍ∗
߲݌௡ ൌ
ߚ
݌௤ሺߙ െ ߚሻ ൐ 0,
߲݊∗
߲݌௤ ൌ 0 
命题 3：上面比较静态分析结果说明“数量价格”对质量消费需求有正的影响即两种消
费需求之间呈现一种替代的关系，而数量消费需求对“质量价格”变化则没有反应。 
                                                                                                                                                                                  
产生的一种动力…   并且可以说是一股无限量的力量。”（转引自李银河：《性爱十二讲》，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年，第 117页和第 121页），古语也常讲“食色，性也！”。 
12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一爷之孙》，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年，第 119页。 
13此时有ܫ ∶ൌ ݂ሺ݈, ߳ሻ，	݈表示耕作劳动付出，߳表示天气因素等对生产的外生冲击，比如服从概率分布函数ܨሺ߳ሻ，
则有拉格朗日函数：ࣦ ∶ൌ ܧܷሺ݊, ݍ, ݕ, ݈ሻ ൅ ߣ൫׬ ݂ሺ݈, ߳ሻ݀ ܨሺ߳ሻ െ ݌௡݊ െ ݌௤ݍ݊ െ ݌௬ݕ൯。  
8 
为何？因为“质量价格”可以看成是一种机会成本，没有直接的约束力，而数量消费的
价格则是可见的货币或者实物支出，比如发生天灾人祸，养活一个小孩且十分困难，则父母
此时一般都理性地选择少生育，因为存活率极低，此时父母倾向于教育好比如一两个小孩，
正所谓物以稀为贵，其实人又何尝例外。为了看清二者替代效应大小，下面给出父母的支出
函数和斯卢茨基方程中的净替代效应。由间接效用函数， 
ܸ ∶ൌ ൤ ߙ െ ߚ݌௡ሺߙ ൅ ߛሻ ܫ൨
ఈ
ቈ ݌௡ߚ݌௤ሺߙ െ ߚሻ቉
ఉ
ቈ ߛ݌௬ሺߙ ൅ ߛሻ ܫ቉
ఊ
 
可得如下的支出函数： 
ܧ൫݌௡, ݌௤, ݌௬, ܸ൯ ൌ
ሺߙ െ ߚሻ
ఉିఈ
ఈାఊሺߙ ൅ ߛሻ
ߚ
ఉ
ఈାఊߛ
ఊ
ఈାఊ
݌௡
ఈିఉ
ఈାఊ݌௤
ఉ
ఈାఊ݌௬
ఊ
ఈାఊܸ
ଵ
ఈାఊ 
于是有补偿需求： 
݊௖ ∶ൌ ߲ܧ߲݌௡ ൌ
ሺߙ െ ߚሻ
ఉାఊ
ఈାఊ
ߚ
ఉ
ఈାఊߛ
ఊ
ఈାఊ
݌௡
ିఊିఉ
ఈାఊ ݌௤
ఉ
ఈାఊ݌௬
ఊ
ఈାఊܸ
ଵ
ఈାఊ 
和比较静态结果： 
∂݊௖
∂݌௤ ൌ
ሺߙ െ ߚሻ
ఉାఊ
ఈାఊߚ
ߚ
ఉ
ఈାఊߛ
ఊ
ఈାఊሺߙ ൅ ߛሻ
݌௡
ିఊିఉ
ఈାఊ ݌௤
ଶఉିଵ
ఈାఊ ݌௬
ఊ
ఈାఊܸ
ଵ
ఈାఊ	
例如，考虑下面的数值解： 
ߙ ൌ 12 , ߚ ൌ
1
3 , ߛ ൌ
1
6 ⇒
߲݊௖
߲݌௤ ൌ
3
4 ඥଷ ଶ⁄
ర ݌௡
ିଷ
ସ ݌௤
ିଵ
ଶ ݌௬
ଵ
ସܸଷଶ	
命题 4：补偿需求不同于前面的马歇尔需求，质量价格的变化对父母的“数量消费”需
求有净替代效应，而替代效应的大小则取决于各自对效用的弹性取值。 
又由收入约束ܫ ൌ ݌௡݊ ൅ ݌௤ݍ݊ ൅ ݌௬ݕ有： 
൫݌௡ ൅ ݌௤ݍ൯݊ ൅ ݌௤ݍ݊ ൅ ݌௬ݕ ൌ ܫ ൅ ݌௤ݍ݊ ∶ൌ ܴ 
也即， 
ߨ௡݊ ൅ ߨ௤ݍ ൅ ߨ௬ݕ ൌ ܴ 
其中ߨ௡, ߨ௤, ߨ௬, ܴ分别表示݊, ݍ, ݕ的影子价格和由之构成的影子收入。由拉格朗日函数： 
ࣦ ∶ൌ ݊ఈݍఉݕఊ ൅ ߣ൫ܴ െ ߨ௡݊ െ ߨ௤ݍ െ ߨ௬ݕ൯		ሺߙ ൅ ߚ ൅ ߛ ൌ 1ሻ 
有一阶条件： 
߲ࣦ
߲݊ ൌ 0 ⇒ ߙ݊
ఈିଵݍఉݕఊ ൌ ߣ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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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ݍ ൌ 0 ⇒ ߚ݊
ఈݍఉିଵݕఊ ൌ ߣߨ௤ 
߲ࣦ
߲ݕ ൌ 0 ⇒ ߛ݊
ఈݍఉݕఊିଵ ൌ ߣߨ௬ 
߲ࣦ
߲ߣ ൌ 0 ⇒ ߨ௡݊ ൅ ߨ௤ݍ ൅ ߨ௬ݕ ൌ ܴ	
于是可得马歇尔需求为： 
݊∗ ൌ ߙܴߨ௡ , ݍ
∗ ൌ ߚܴߨ௤ , ݕ
∗ ൌ ߛܴߨ௬ ⇒
߲݊∗
߲ߨ௡ ൏ 0,
߲ݍ∗
߲ߨ௤ ൏ 0,
߲ݕ∗
߲ߨ௬ ൏ 0 
进一步，可得如下比较静态结果： 
݊∗ ↑⇒ ߨ௤ ∶ൌ ݌௤݊∗ ↑⇒ ݍ∗ ↓ 
ݍ∗ ↑⟹ ߨ௡ ∶ൌ ݌௡ ൅ ݌௤ݍ∗ ↑⇒ ݊∗ ↓ 
命题 5：给定上面具体的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形式，故可得马歇尔需求݊∗和ݍ∗呈负
相关关系，到底程度如何则依赖于这些因子的具体取值情况。 
因为， 
߲݊∗
߲ߨ௡ ൌ െ
ߙܴ
ߨ௡ଶ ,
݀ߨ௡
݀ݍ∗ ൌ ݌௤ 
所以ݍ∗增加一单位能使ߨ௡增加几单位取决于݌௤的外生初始赋值情况，而ߨ௡增加一单位
到底可以减少几单位݊∗则又要看ߙ, ܴ和ߨ௡初始赋值情况。当然也可以根据两两替代弹性即效
用无差异曲面的曲率来分析，因为易知此时有：ߪ௡,௤ ൌ ߪ௡,௬ ൌ ߪ௬,௤ ൌ 1。不过这只是决定了
不同程度而本身的负相关性质不变，而这样的性质才是本文论证所最关注的。在中国传统农
村社会，ݍ值处在“陷阱水平”，导致ߨ௡很小，故݊值就很大。综上，即使不考虑避孕成本，
父母也倾向于选择“消费”更大的݊来代替大部分的ݍ，即只“消费”很少的ݍ。其实在上面
的模型中可以很好地解释，比如暂时假定ݕ是一个外生给定的值，现在效用函数就处在二维
坐标系中，在一个既定的ܫ值下，假设效用曲线一个初始位置，现在的݌௡不变而݌௤对农民父
母而言上升为一个很大的值，那么线性预算线就会发生剧烈转动，结果在新的均衡点有比初
始均衡点更大的݊和更小的ݍ，仅仅考虑替代效应均衡ݍ值也会减少，当然到底程度如何，则
取决于二者的替代弹性大小。 
上面假定孩子都能够顺利成活，但显见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医疗和卫生水平极度低下，
且靠天吃饭，因此婴儿的死亡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婴儿存活率理应以某种合适的方式进入父
母的效用函数中。 
假定婴儿存活率为ߩ，代入上面的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求解如下： 
ࣦ ∶ൌ ሺߩ݊ሻఈݍఉݕఊ ൅ ߣ൫ܫ െ ݌௡ߩ݊ െ ݌௤ݍߩ݊ െ ݌௬ݕ൯		ሺߙ ൅ ߚ ൅ ߛ ൌ 1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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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一阶条件可写为： 
߲ࣦ
߲݊ ൌ 0 ⇒ ߙߩሺߩ݊ሻ
ఈିଵݍఉݕఊ ൌ ߣ൫݌௡ߩ ൅ ݌௤ݍߩ൯ 
߲ࣦ
߲ݍ ൌ 0 ⇒ ߚሺߩ݊ሻ
ఈݍఉିଵݕఊ ൌ ߣ݌௤ߩ݊ 
߲ࣦ
߲ݕ ൌ 0 ⇒ ߛሺߩ݊ሻ
ఈݍఉݕఊିଵ ൌ ߣ݌௬ 
߲ࣦ
߲ߣ ൌ 0 ⇒ ܫ ൌ ݌௡ߩ݊ ൅ ݌௤ݍߩ݊ ൅ ݌௬ݕ 
于是有： 
命题 6：此时的马歇尔需求为݊∗ ൌ ఈିఉ௣೙ሺఈାఊሻఘ ܫ，ݍ
∗ ൌ ௣೙ఉ௣೜ሺఈିఉሻ，因此存活率对质量消费需
求没有影响，而与数量消费需求呈反向变化关系。 
在传统农村社会父母选择多生的一个朴素的理由即前面生的孩子或者由于无法控制的
疾病或者由于饥荒，死掉了很多。因此，如果父母根据经验或理性预期婴儿存活率很高，则
“数量消费”需求就会减少。 
情况 2、男孩和女孩给父母带来的效用其实是不一样的。假定不论男孩还是女孩，存活
率都为100%，当然这仅仅是为了简化分析。 
现在父母面对要不要生一个小孩或者让孩子出生的选择，假定父母的初始财富水平为
଴ܹ，把一个男婴抚养到成年的预期成本为ߜ௕，女婴则为ߜ௚，ߤ表示生男孩的主观概率，则父
母的预期成本为：ߜ௕ߤ ൅ ߜ௚ሺ1 െ ߤሻ。再假定生一个男孩的预期收益为߱௕，女孩为 ௚߱，且先
验假定߱௕ ≫ ௚߱，从“养儿防老”和“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这些通俗说法中可以
得到充分的印证，则预期收益为：߱௕ߤ ൅ ௚߱ሺ1 െ ߤሻ。此处假定父母为风险中性，因此理性
的父母此时面对的最优化问题为： 
൞
max׬ ܧܷሺߤሻ݀ܨሺߤሻஶ଴
ݏ. ݐ. ߱௕ߤ ൅ ௚߱ሺ1 െ ߤሻ ൒ ߜ௕ߤ ൅ ߜ௚ሺ1 െ ߤሻ	
ܧܷሺߤሻ ∶ൌ ܷሺ∑ ߠ௧ ௧ܹஶ଴ െ ߜ௕ ൅ ߱௕ሻߤ ൅ ܷ൫∑ ߠ௧ ௧ܹஶ଴ െ ߜ௚ ൅ ௚߱൯ሺ1 െ ߤሻ
. 
对不等式约束的“库恩—塔克条件”使用松弛变量法有拉格朗日函数： 
ࣦ ∶ൌ ൣܷሺ∑ ߠ௧ ௧ܹஶ଴ െ ߜ௕ ൅ ߱௕ሻߤ ൅ ܷ൫∑ ߠ௧ ௧ܹஶ଴ െ ߜ௚ ൅ ௚߱൯ሺ1 െ ߤሻ൧݂ሺߤሻ ൅ ߣൣ߱௕ߤ ൅
௚߱ሺ1 െ ߤሻ െ ߜ௕ߤ െ ߜ௚ሺ1 െ ߤሻ െ ܽଶ൧. 
和对应的一阶条件： 
∂ࣦ
∂ܽ ൌ െ2ߣܽ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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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ߣ ൌ ߱௕ߤ ൅ ௚߱ሺ1 െ ߤሻ െ ߜ௕ߤ െ ߜ௚ሺ1 െ ߤሻ െ ܽ
ଶ ൌ 0 
பࣦ
பఓ ൌ ൣܷሺ∑ ߠ௧ ௧ܹஶ଴ െ ߜ௕ ൅ ߱௕ሻ െ ܷ൫∑ ߠ௧ ௧ܹஶ଴ െ ߜ௚ ൅ ௚߱൯൧݂ሺߤሻ ൅ ൣܷሺ∑ ߠ௧ ௧ܹஶ଴ െ ߜ௕ ൅
߱௕ሻߤ ൅ ܷ൫∑ ߠ௧ ௧ܹஶ଴ െ ߜ௚ ൅ ௚߱൯ሺ1 െ ߤሻ൧݂ᇱሺߤሻ ൅ ߣ൫߱௕ െ ௚߱ െ ߜ௕ ൅ ߜ௚൯ ൌ 0. 
其中݂ሺߤሻ表示生男孩的概率ߤ的密度函数，而ߠ௧ ∶ൌ 1 ሺ1 ൅ ߞሻ௧⁄ 为贴现函数，ߠ为时间偏
好因子，ߞ为时间的贴现率，假设效用函数具有特殊形式： 
ܷሺܹሻ ∶ൌ ߦܹ14，ߦ ൐ 0 
其中ߦ为一常数，表示增加一单位财富随之而增加的效用数量。则上面的均衡条件为： 
∂ࣦ
∂ܽ ൌ െ2ߣܽ ൌ 0 
∂ࣦ
∂ߣ ൌ ߱௕ߤ ൅ ௚߱ሺ1 െ ߤሻ െ ߜ௕ߤ െ ߜ௚ሺ1 െ ߤሻ െ ܽ
ଶ ൌ 0 
பࣦ
பఓ ൌ ൣߦሺ∑ ߠ௧ ௧ܹஶ଴ െ ߜ௕ ൅ ߱௕ሻ െ ߦ൫∑ ߠ௧ ௧ܹஶ଴ െ ߜ௚ ൅ ௚߱൯൧݂ሺߤሻ ൅ ൣߦሺ∑ ߠ௧ ௧ܹஶ଴ െ ߜ௕ ൅ ߱௕ሻߤ ൅
ߦ൫∑ ߠ௧ ௧ܹஶ଴ െ ߜ௚ ൅ ௚߱൯ሺ1 െ ߤሻ൧݂ᇱሺߤሻ ൅ ߣ൫߱௕ െ ௚߱ െ ߜ௕ ൅ ߜ௚൯ ൌ 0. 
⇒ பࣦபఓ ൌ ሾߦ݂ሺߤሻ ൅ ߦߤ݂ᇱሺߤሻ ൅ ߣሿ൫߱௕ െ ௚߱ െ ߜ௕ ൅ ߜ௚൯ ൅ ߦ൫∑ ߠ௧ ௧ܹஶ଴ െ ߜ௚ ൅ ௚߱൯݂ᇱሺߤሻ ൌ 0. 
在பࣦப௔ ൌ 0中若ܽ ് 0, ߣ ൌ 0，则约束条件所允许的松弛程度对目标函数没有任何意义；此
处不考虑两者都为零的情况，因为没有意义，所以可以认为： 
ܽ ൌ 0, ߣ ് 0 
则由பࣦபఒ ൌ ߱௕ߤ ൅ ௚߱ሺ1 െ ߤሻ െ ߜ௕ߤ െ ߜ௚ሺ1 െ ߤሻ െ ܽଶ ൌ 0得到： 
ߤ∗ ൌ ߜ௚ െ ௚߱߱௕ െ ௚߱ െ ߜ௕ ൅ ߜ௚ 
若ߤ∗ ൌ 1 2⁄ ⇒ ߱௕ െ ߜ௕ ൌ ߜ௚ െ ௚߱ ⇒ ߱௕ ൅ ௚߱ ൌ ߜ௕ ൅ ߜ௚，从纯粹数学概率角度认为生男
孩和生女孩的概率各为50%没有半点问题，但是此处所指并非客观概率分布，乃是父母的主
观概率分布，就有巨大区别，与父母的心理情状、知识水平以及精神信仰都密切相关，比如
前面连续生了 4 个女儿，那么下一个是男孩的主观概率就一定远远超过50%，如果父母很虔
诚地拜了送子观音并且抽到一枝上上签，那么父母对于生男孩的主观概率就一定很高甚至就
是100%；中国历来讲究求神拜佛，上至满腹经纶的贵人，下到目不识丁的平民，概莫能外，
其实说穿了就是对未来不确定性求一个心安理得，也算一种概率问题的解决之道，虽然不一
定科学，但是却不可否认其广泛存在性。下面将ߤ∗, ߣ∗, ܽ∗ ≡ 0代入拉格朗日函数中得到ࣦ∗，
                                                              
14风险中性（risk neutrality）偏好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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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包络定理分析男孩和女孩各自的预期收益或成本对最优化效用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
度。如下： 
ࣦ∗ ∶ൌ ߦ൛ሺ∑ ߠ௧ ௧ܹஶ଴ ሻ ൅ ൣ൫߱௕ െ ௚߱ െ ߜ௕ ൅ ߜ௚൯ߤ∗ ൅ ௚߱ െ ߜ௚൧ൟ ݂ሺߤ∗ሻ ൅ ߣ∗ൣ൫߱௕ െ ௚߱ െ ߜ௕ ൅
ߜ௚൯ߤ∗ ൅ ௚߱ െ ߜ௚൧. 
⇒ பࣦ∗பఠ್ ൌ ߦ ቂߤ
∗ ൅ ൫߱௕ െ ௚߱ െ ߜ௕ ൅ ߜ௚൯ డఓ
∗
డఠ್ቃ ݂ሺߤ
∗ሻ ൅ ߦ൛ሺ∑ ߠ௧ ௧ܹஶ଴ ሻ ൅ ൣ൫߱௕ െ ௚߱ െ ߜ௕ ൅
ߜ௚൯ߤ∗ ൅ ௚߱ െ ߜ௚൧ൟ݂ᇱሺߤ∗ሻ డఓ
∗
డఠ್ ൅ ߣ
∗ ቂߤ∗ ൅ ൫߱௕ െ ௚߱ െ ߜ௕ ൅ ߜ௚൯ డఓ
∗
డఠ್ቃ ൌ ߦሺ∑ ߠ
௧ ௧ܹஶ଴ ሻ݂ᇱሺߤ∗ሻ డఓ
∗
డఠ್. 
假定随机变量为伯努利变量，则有： 
Prሺݎ. ݒ. ൌ 1ሻ ൌ ߤ∗ ⇒ ݂ᇱሺߤ∗ሻ ߲ߤ
∗
߲߱௕ ൌ
௚߱ െ ߜ௚
൫߱௕ െ ௚߱ െ ߜ௕ ൅ ߜ௚൯ଶ
 
因此可得： 
డ௎∗
డఠ್ ൌ
பࣦ∗
பఠ್ ൌ ߦሺ∑ ߠ
௧ ௧ܹஶ଴ ሻ ఠ೒ିఋ೒൫ఠ್ିఠ೒ିఋ್ାఋ೒൯మ. 
命题 7：若 ௚߱ ൌ ߜ௚，即女孩的预期收益等于预期成本的时候，డ௎
∗
డఠ್ ൌ 0，即男孩预期收
益的变化对父母的最优化效用没有任何影响，先验的男孩的预期净收益为正，在此条件下求
得父母均衡的最优化效用，则即使男孩的预期成本不变而预期收益增加，也不会使父母感觉
更加幸福。因为当生女孩的预期收益等于预期成本时，生女孩和选择不生孩子的预期最优化
效用是等价的，那么男孩的预期收益对父母最优化效用不构成任何影响；若 ௚߱ ൐ ߜ௚，即女
孩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డ௎∗డఠ್ ൐ 0，男孩的预期收益同父母的最优化效用同方向变化，
这似乎是女孩的预期正净收益对男孩的一种正外溢效应，如果生女孩，则父母的预期财富不
是减少而是有净增加，虽然在父母心中的地位没有男孩高，但至少还是一支“绩优股”，那
么此时父母就没有一点后顾之忧，而如果男孩的预期成本不变而预期收益增加即男孩的预期
净收益增加，对于父母而言当然好比锦上添花；若 ௚߱ ൏ ߜ௚，即女孩的预期净收益为负，那
么此时డ௎∗డఠ್ ൏ 0，即男孩的预期收益和父母最优化效用呈负相关关系，这又好像是女孩对男
孩或父母的一种“诅咒”，产生了负外部性，因为此时父母面临不小的风险，在预期当中即
使男孩的预期净收益增加了，但是也被女孩的预期净成本完全抵消掉了，进而预期最优化效
用不是增加而是减少，说明父母此时理性地从纯经济角度考虑就讨厌生女孩，进而也说明了
当时的社会氛围或者时代文化背景对女孩的先验偏见十分强烈。 
下面是对女孩的类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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பࣦ∗
பఠ೒ ൌ ߦ ൤െߤ
∗ ൅ ൫߱௕ െ ௚߱ െ ߜ௕ ൅ ߜ௚൯ డఓ
∗
డఠ೒ ൅ 1൨ ݂ሺߤ
∗ሻ ൅ ߦ൛ሺ∑ ߠ௧ ௧ܹஶ଴ ሻ ൅ ൣ൫߱௕ െ ௚߱ െ ߜ௕ ൅
ߜ௚൯ߤ∗ ൅ ௚߱ െ ߜ௚൧ൟ݂ᇱሺߤ∗ሻ డఓ
∗
డఠ೒ ൅ ߣ
∗ ൤െߤ∗ ൅ ൫߱௕ െ ௚߱ െ ߜ௕ ൅ ߜ௚൯ డఓ
∗
డఠ೒ ൅ 1൨ ൌ
ߦሺ∑ ߠ௧ ௧ܹஶ଴ ሻ݂ᇱሺߤ∗ሻ డఓ
∗
డఠ೒. 
假定随机变量为伯努利变量，则有： 
Prሺݎ. ݒ. ൌ 1ሻ ൌ ߤ∗ ⇒ ݂ᇱሺߤ∗ሻ ߲ߤ
∗
߲ ௚߱ ൌ
ߜ௕ െ ߱௕
൫߱௕ െ ௚߱ െ ߜ௕ ൅ ߜ௚൯ଶ
 
因此可得： 
డ௎∗
డఠ೒ ൌ
பࣦ∗
பఠ೒ ൌ ߦሺ∑ ߠ
௧ ௧ܹஶ଴ ሻ ఋ್ିఠ್൫ఠ್ିఠ೒ିఋ್ାఋ೒൯మ. 
于是有下面的命题： 
命题 8：若ߜ௕ ൌ ߱௕，即男孩的预期收益等于预期成本的时候，有డ௎
∗
డఠ೒ ൌ 0，此时女孩预
期收益的变化对父母的最优化效用没有任何影响，但这样的可能性太小，因为可以先验地认
为ߜ௕ ൏ ߱௕，而非ߜ௕ ≧ ߱௕对应的情况，于是唯一的结论是డ௎
∗
డఠ೒ ൏ 0，即当男孩的预期净收益
为正值时，女孩的预期收益增加反而使得父母的预期最优化效用变小。 
对此命题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女孩的预期收益增加必然要使女孩的预期成本以更大
的数量增加，而且一并抵消掉了男孩的预期净收益，代价可谓高昂；另一种可能是女孩的预
期成本并没有变化，而是因为父母预感到的一种“后悔情绪”（regret  emotion），比如古诗
所描绘的“反是生女好，生女尤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白草”，虽父母先验地甚至顽固地偏
好男孩，但战争属于男性，儿子往往要充军，生死难料，此时父母对女孩的预期收益就大大
增加了，一种预期中的极度后悔情绪使得父母的预期最优化效用大打折扣。 
 
三、结论 
结合上面的数理模型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1、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父母的生育选择本身是一种理性选择，生育选择对于父母而
言就是一项经济活动，之所以会选择更多的“数量消费”而不是“质量消费”，15  不仅仅与
父母自身的偏好有关，而且与当时客观的经济水平和社会结构有重大关联。 
                                                              
15这里的分析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传统生育制度自身自发制度变迁之困难性。因此需要外在的典章化的
制度实存（即计划生育制度）来诱导和促进传统生育制度的变迁，这本质上也是家族理性对国家（或民族）
理性的妥协和让步。当然，二者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将会比较复杂，比如计划生育制度本身也会带来性别
比例严重失衡、婚姻市场非均衡以及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劳动市场非均衡等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我们将这
些更复杂的动态博弈均衡分析留到将来的研究中。 
14 
2、关于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今天依旧存在的重男轻女思想，笔者不否认儒家文化的重要
影响，但是思想本身不是悬浮存在的，尤其是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主流思想必须建立在相适应
的经济基础之上才可能被人民广泛接纳。所以，在第二个数学模型中，本文详细论证了父母
在偏好男孩上的消费选择也是父母做出的理性选择，就相当于一种“质量消费”选择。 
3、虽然本文的模型构建有理论支撑和经验依据，但由于缺乏全面的权威的数据，本文
并没有进行计量建模和实证分析。所以，笔者认为，在本文的数学模型基础上结合大量数据
建立计量模型和做出实证分析将会是很好的补充和发展。 
4、最后，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尽管本文采用经典经济学的范式来剖析传统农村父母的
生育选择，但是我们是在给定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心理背景之下展开经济学分析的，因此显见
父母作为经济人的生育选择不仅仅关涉理性选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容了社会习俗和情
感心智等方面的考量。基于此，本文的均衡生育选择建立在一个更加全面的“均衡”概念之
上，而非仅仅“理性均衡”（rational equilibrium）。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弗兰克·奈特
给予的深刻教诲16的充分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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